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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赎刑制度是以财物、劳役或身份折抵刑罚的一种刑罚替代方法。发端于夏朝，废止于清代，具有维护国

家稳定、保护特权阶层、满足财政经济、体现仁政态度的诸多特点。虽然诞生于封建专制背景下的赎刑

制度有着天然的阶级弊端，但制度本身对现代法律而言极具参照价值，有利于从刑事实体法上建立被害

人弥补机制、缓和自由刑的存废争议、弥补司法经费不足。重构赎刑制度，与轻罪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具

有同一性，体现了我国对法律本土资源酌水知源、去糟取精的传承态度，为中国特色法治建设开辟新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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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demption system is an alternative method of punishment by exchanging property, labor or 
status for punishment. It was developed in the Xia Dynasty and abo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had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protecting the privileged class, 
satisfying the financial economy, and reflecting the benevolent attitude of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redemption system was born in the background of feudal autocracy, it has natural class dis-
advantages, but the system itself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modern law, which is conducive to estab-
lishing a victim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 easing the controversy ov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61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610
https://www.hanspub.org/


唐兴贤 
 

 

DOI: 10.12677/ass.2023.128610 4462 社会科学前沿 
 

the retention or abolition of free sentences, and making up for the lack of judicial funding. The re-
construction of the redemption system is the same a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ghtening the pe-
nalty for minor crimes, which reflects our country’s inheritance attitude of knowing the source of 
the local legal resources and removing the bad ones, and opens up a new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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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赎刑制度梗概 

我国赎刑制度由来已久，所谓赎刑是指对于某些犯罪者，允许其以一定的财物、劳役或者身份来折

抵原判刑罚的制度，在古代刑罚中占据重要地位。赎刑的应用一直延续至近代，但在适用的罪行、赎刑

所用的财物以及赎刑本身的类型上均有不同的规定。到了现代，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仅有罚金与没收财

产两项，赎刑已不复存在，且罚金与没收财产仅作为附加刑适用，在刑罚中的地位较低。较之古代，现

代刑罚虽剔除了残暴、缺乏人性的肉刑，但却忽视了财产刑所具有之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尝试说明古

代赎刑的价值所在，以期为我国现行刑法的发展提供些许灵感。 

2. 赎刑的历史沿革 

2.1. 秦汉以前赎刑制度 

虽然赎刑历史悠久，在西周以前对于赎刑的详细记载却难以找寻，《吕刑》虽提及夏朝时期存在赎

刑制度，但对其具体规定缺乏资料考校。西周时期的赎刑，则有较详细的记录，墨、劓、剕、宫、大辟

五种刑罚皆可赎，对适用对象没有明确限制，但这一时期赎金较高，即使最轻的墨刑也要上百青铜来赎，

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来看，赎刑非权贵不能企及。可见该制度在创设之初并未考虑下层普通百姓的赎罪可

能，仅是特权阶层保全自己而诞生的产物。 
《国语·齐语》中有载，管子曾向齐桓公建言：“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1]

在齐桓公因缺少武器和甲兵时，管仲提出可以让被判处死刑的人用犀皮甲和戟来赎罪，对于犯轻罪的可

以让其用鞼盾或戟来赎罪，由此来获取战备物资。可见春秋时期赎刑依旧被应用，不过其范围仅限于军

事刑罚。 

2.2. 秦汉赎刑制度 

秦汉两代赎刑规定较为相似，赎刑具有两种地位，一种是不以判处其他刑罚为前提的独立赎刑。秦

简《法律问答》中有规定：“盗徙封，赎耐”，“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黥”。

其中“赎耐”“赎黥”就是两种独立的刑罚，由审判者在判决中确定。沈家本在《汉律摭遗》卷 10 中言：

“赎论者，狱成时即以赎罪论决者也。汉时自有赎论之律，为情罪之轻者。”[2]此亦说明了汉代赎刑具

有独立的属性。从秦汉律法规定看，赎刑作为独立刑罚仅适用于轻罪，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刑法罪责刑

相适应的处断原则。另一种是替代赎刑，发生于刑罚执行阶段，是其他刑罚的替代执行方式，无论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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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均可适用。 
在赎刑适用对象上，秦汉的独立赎刑制度具有普遍性，其最为本质的规范对象实则是以人为载体的

各种赎罪，因此除去秦朝的真戎臣邦君长、汉代的父母殴笞子和奴婢、官吏的笞刑徒外，独立赎刑对主

体没有其他特别要求[3]。而替代赎刑相反，只针对犯罪人不针对罪名，适用主体是正在服役的刑犯和具

有特别身份的将领、官吏、尚未归罪的嫌疑人。执行方式也因其分类不同而有所区别，独立赎刑以缴纳

财物为首要方式，只有在犯罪人没有财物可供执行时，才允许以劳役来代替。替代赎刑具有自愿性，可

以缴纳指定的财物、劳役或者官爵折抵刑罚，也可以选择不赎而执行原判刑罚。 

2.3. 唐宋赎刑制度 

赎刑制度在唐宋两代发展最为鼎盛，《唐律疏议》将赎刑的适用对象划归为四类人：一是具有一定

官职的人及其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二是年长、年幼以及身患疾病的人；三是因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之人；

四是因过失而犯罪的人。从适用对象上来看，其主要用于罪行较轻或身份有异的人，表明赎刑是对某些

特殊之人的照护，是古代恤刑思想和德治的产物。 
从赎刑适用的刑罚上看，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均可能得赎，但具有一定限制，一是赎刑不

能适用于罪行严重的“五流”之刑。二是子孙过失杀伤期以上尊长者应处徒刑的，故意殴击他人致人重

伤应处流刑的，男人犯盗窃罪应处徒刑的，妇女犯奸罪的，不能适用赎刑制度。三是犯十恶重罪，杀人，

反逆缘坐，盗窃，略人，监守内奸，受财物而枉法等罪者，不能用赎[4]。此外赎刑根据其被判处的刑罚

类别和数量的不同，所需缴纳的赎金也不同。可以看出，唐代重视道德礼制，对于死刑犯和严重的道德

风俗罪行不允许赎刑，对赎刑多限制在轻罪上。 
在赎刑的执行方式上，唐代存在金钱赎和官役折庸两种方式，金钱赎就是以货币财物的方式折抵刑

罚，而官役折庸则是为处于下层阶级的平民百姓而设。唐元宗天宝六载敕节文若久负官：“物、应徵正

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疋。”[5]即对于没有财物可以

用来赎刑的人，可以通过劳役的方式折抵刑罚，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年限和折抵的比例，通过这一点可以

看出唐代对于下层阶级百姓一定程度的关怀，是统治者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秩序，避免平民暴乱，维持刑

罚平衡性的一种手段。 
至于宋代赎刑，在承袭唐代的基础上，对于赎刑所能适用的刑法罪名进行了限缩，如对于不能适用

赎刑的被判处加役流的罪名进行了扩充，并侧重于职务和经济犯罪[6]。而在赎刑的适用对象以及执行和

缴纳上仅存在细微的差别。 

2.4. 明清赎刑制度 

明清时期是赎刑制度发展的成熟完备阶段。明代修订《问刑条例》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并以则

例的形式规定赎刑的实施细节，分为律赎则例和例赎则例两种，前者按照《大明律》规定赎罪，后者按

照例的规定适用赎刑，《大明律》序言：“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

例》科断”[7]。可见例赎在明朝的普遍性。律赎和例赎的主要区别在于：依律收赎所收取的主要是钱、

银、钞，对赎物的限制较多；依例纳赎的缴纳方式更多样化，具有经济价值的财物大都可以用以赎罪，

缺乏财物的也可以以劳役赎罪。律赎仅适用于特定对象的余罪，其变动性较小；例赎适用于真犯死罪外

的所有犯罪人，常因时局权宜而变动。例赎在明代更为常见，赎刑的扩大化也主要体现在例赎上。 
在缴纳的赎物上，主要有物赎和役赎两种方式，与唐宋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明代例赎由于是

满足国家急需的产物，因此对于物赎中的“物”的要求常随着国家需求而变化。洪武年间，赎物以米和

铜材为主，永乐年间，赎物以钞和砖、灰、碳等建材为主，成化年间，马被纳入赎物的范围[8]。在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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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上，如上文所言，明清时期赎刑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对特权维护程度亦呈现下降趋势，相较于

唐律，明代对于特权阶级适用赎刑的犯罪行为、程序和条件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反映出明确时期赎

刑维护特权职能的弱化，赎刑对象的扩大化和赎物的因时而变性也反映出制度不仅包含着恤刑思想，更

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满足国家需求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手段。此外，在赎刑适用的刑种上，相较于宋代

的“赎法惟及轻刑而已”，明代赎刑除“十恶重罪”外皆可适用，突显了明代刑罚的宽宥性。 
清代《大清律例》与明代《大明律》一脉相承，除在官职、货币、刑名以及少数条文上有所区别，

其余各项规定基本与前朝律文内容相同。在赎刑的分类上，其在明代的依律收赎和依例纳赎的基础上，

将赎刑分为“收赎”“纳赎”“赎罪”三类[9]。“纳赎”中增加了针对事出有因而无力纳赎者的捐赎制

度，并在雍正时期的《营田例》《运筹粮运事例》等律文中得以成文化。“赎罪”则是将明代“收赎”

中的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这一对象单列出来加以规制，并且明代还进一步规定了军赎针对，

专门针对犯罪的文武官员，以发往军台开疆拓土作为赎罪的方式。将官员及其亲属单列并非意味着对其

的特别保护，清代对旗人宗亲以及官员的赎刑把握更为严苛，宗室负欠逞凶行殴酌加枷责案中，就有“至

于富贵势豪有犯，非平人可比，更需从严”的表述[10]。 
在赎刑的适用对象上，清代依照其赎刑类别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对象。收赎的对象主要是幼、老、

病、残、妇女、天文生和过失犯罪人，特殊情况下因存留养亲等需要也可适用收赎；纳赎对象则规定为：

“军民诸色人役审有力者，与举人、监生、生员、冠带官，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应准纳赎。”可见

其范围较广，对刑罚的限制也较少；至于赎罪的对象则非常有限，仅指官员正妻、依照法律不适用处罚

的部分人以及有赎罪能力的妇女。 
明清较之于唐宋赎刑的一大亮点在于，明清对于赎刑赎金的缴纳规定更为人性化，按照个人财产能

力的不同，其缴纳的赎金额度有异，这使得赎刑制度更能深入的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律条公案》中曾

对明代法规作出过说明：“笞一十赎米五斗，有力纳工价银三钱五分，减等稍有力纳工价银三钱。笞二

十赎米一石，有力纳工价银五钱，减等稍有力纳工价银四钱五分。”清代的“纳赎诸例图”中也有类似

规定：“有力者纳米一石或谷二石；稍有力者赎银四钱五分”。这种分层次按比例的缴纳方式，显现出

来明清时期对于下层民众的重视。此外清朝还修正了劳役、纳物、折银计算的不统一，规定低价的折银

制度，使得赎刑更具有可行性和公平性。 
有学者研究发现，通过研究《刑案汇览》的案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五种刑罚的核准率并不相

同，杖刑被核准赎刑的概率最高，其次是徒刑和流刑，由此可以看出赎刑在清代更多用于轻罪犯。二是

死刑虽然在律文中规定可赎，但在汇览中可见，司法实践并未核准任何死刑案件可以适用赎刑，加之具

有身份地位的人的赎刑核准率并不高于平民，可见清代赎刑已经不是特殊阶层的免死金牌，刑罚的适用

和执行具有较高的公正性[11]。 

3. 赎刑的发展特点评议 

3.1. 适用对象逐渐明确化 

赎刑的适用对象以唐代为分割点出现明显差别，唐以前各代对于赎刑的适用对象缺乏明确的规定，

仅零星列举了几类不能适用赎刑的对象，加之高额的赎金限制，使赎刑仅是特权阶层维护自身的一种工

具。迄至唐代，赎刑对象则开始在立法中予以明确，明清时逐渐扩大为各类人，虽然依据身份不同其适

用的具体赎刑类别不同，但适用人群从特权阶层扩大推演至平民阶层已成定势。例如，至清王朝时，官

吏特权阶层者的赎刑核准率较之于平民已未见明显差别。虽然赎刑之诞生本是上层阶级意志之体现，但

纵观赎刑之嬗变，其愈发彰显古代刑事政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公平正义理念，其扩大化的司法应用

亦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意义上法治平等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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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赎刑执行方式多样化、人性化 

从西周时期仅以青铜作为赎刑的唯一财物到后来各代允许以纳物、劳役、折银、官爵折抵等作为赎

金，可以看出赎刑制度逐渐考虑到个体情况的多样性，仅以货币为赎金会使赎刑制度实施效果有限，百

姓无力缴纳，会引起制度适用上的失衡，滋生不满。多样化的赎金体现出制度的人性化，也满足了国家

所需，赎刑制度在历朝历代都是满足国家财政和解决国家急需的重要手段，在保持刑罚的宽严相济的同

时又能获得经济效益，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并且通过清代《刑案汇览》一书可以看出，司法者在运用

赎刑制度时并非照本宣科，其根据案件社会危害性大小、主观恶性的不同，综合多种价值取向来决定是

否核准赎刑，展现出古代司法的灵活性，避免了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因此对于古代赎刑应更加客观的看

待，找寻其脱离封建背景下的闪光点。 

3.3. 适用的刑罚和罪名逐渐轻缓化 

查考赎刑发展变迁之历史沿革，其所能适用之刑种及罪名均有轻缓化之演变趋势。迄唐代始，赎刑

内容已经发生变化，虽然笞杖徒流死均可得赎，但其得赎之程序和概率相差很大，《唐律疏议》中有规

定：“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12]。即凡是以上八种人犯了死

罪，官府不得直接裁判，必须将其犯罪事实及依据呈送给皇帝，由皇帝和大臣们商议决定判决结果。对

于死刑若想得赎，必须经过皇帝和官员们严格审核，并非简单由地方官府决断，这决定了死刑赎罪的要

求较高，核准的概率也较低，遂赎刑可以钱换命之减免刑罚方式在当时并不可行。而官品受到消减者之

人的上下两代犯流罪以下，听赎；所有年龄十五以下、七十以上以及残疾、重大疾病者，犯流罪以下，

收赎[13]。此为唐代赎刑的主要应用范围，赎刑的适用已由重刑重罪向轻刑轻罪方向转变，而至清朝，死

刑更是几乎没有赎罪的可能。至于可以赎刑的罪名，除宋代限制较为严格外，其余朝代基本除“十恶重

罪”以及威胁国家统治类的犯罪外均可听赎，可见赎刑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于轻罪犯的改造

价值，死刑犯由于危害性和自身危险性大，依靠简单的赎罪制度并不能使其真诚悔悟，并且财产刑难以

与生命价值相匹配，并不利于预防再犯，这一点与现代刑罚改造预防犯罪的目的不谋而合。 

3.4. 以恢复被害人损失为导向 

据上文所述，唐代以降之赎金不仅是上交官府，部分赎金亦应赔偿给被害人，此后历代均保留了该

规定。这反映出立法者对于赎刑所具有之损害赔偿功能的重视。较之现代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这

一做法能够有力促进犯罪人积极缴纳赎金，以减少执行上的困难，同时亦有利于弥补被害人损失，维护

社会之安定性。此种以恢复被害人损失为目的的刑罚方式亦应为现代刑法所借鉴。刑罚之目的在于教育

改造犯罪人和恢复稳定社会秩序，单纯从报应刑理论出发采用剥夺犯罪人自由权、生命权等之刑罚方式

并不能发挥弥补被害人损失之经济效用，进而无法发挥刑罚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之功能。因此，

由犯罪人负担一定的经济赔偿既可视为对犯罪人财产权的剥夺，以示惩戒；更能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弥

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受之损失。故赎刑之应用对被害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若忽视这一需求，被害

人一方则可能会滋生对于刑事司法产生不信任，由此削弱刑法的规制机能。 
除以上特点，赎刑还表现出赎金收取上的比例化和法律性质上的统一化等特点，这些都反映出该制

度逐步向着“民本”“仁爱”方向转变。诞生于专制特权下的赎刑制度必然有着难以弥补之缺陷，但我

们不能因此否认赎刑之司法实践亦为封建等级制度下人文关怀之彰显。 

4. 赎刑对现代刑法的参考价值 

作为历史长河中能够延续千百年而未断绝的一项法律制度，赎刑必然对各朝统治有不可或缺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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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是我国宝贵的法律本土资源，我国古代之恤刑主义亦内蕴其中。虽然现今多数学者认为恤刑主

义是统治者掩盖其酷刑、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表面手段，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其制度的设置在本质上具

有一定的现代化特征，与如今刑法所倡导的轻刑化趋势相吻合，对于现今刑罚的改进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4.1. 提供了刑罚设置的新思路 

我国财产刑一直在刑法中作为附加刑而非主刑予以规制，亦从侧面反映出当代刑法价值观念一定程

度上的迟滞性。很多人尚以报应刑之观点看待刑罚，认为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只有剥夺其自由权乃至于

生命权才算刑罚，而财产刑却被视为放纵犯罪的工具。但从客观看来，赎刑等财产刑亦能从剥夺犯罪人

财产权等方面给其带来经济上的痛苦。现代刑罚应当采取更为多元化的刑罚方式，采酌各种方法维系社

会关系之稳定性。 
尝试将赎刑作为现代刑罚的执行方式，有利于从刑事实体法上建立对被害人的损害弥补机制。现代

刑法中被害人往往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囿于诉讼程序发动和运行的长期性和判决结果的执行问题，被害

人权利难以得到落实。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于被害人的救济制度建设并没有明显的改进，被害人只能通过

司法机关的追缴和责令退赔、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事后的民事途径进行权利救济，但实践证明了

追缴和退赔存在执行难、附带民事诉讼存在范围窄、事后民事诉讼存在衔接程序不明确的问题，其效力

较之于直接的刑事途径有着明显差别。 
此外，在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与赎刑相类似的观念和判决。例如 2007 年所发生的“胡

斌 79 码”案，由于犯罪人胡斌自愿补偿了被害人家属 113 万元并达成和解，法官因此以交通肇事罪对其

仅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14]。2009 年，北京市一中院出台的《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指导

意见》亦明确了在侵犯个人法益、过失犯罪、自诉案件以及主体特殊的案件中，只要犯罪人与被害人达

成谅解，法官可以在量刑时从轻或免予处罚，而谅解的主要体现则是给予经济赔偿。这一制度与赎刑制

度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可见重构现代赎刑制度已经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基础。 

4.2. 缓和短期自由刑存废争议 

短期自由刑在世界各国刑罚中都占据不小的比例，但自刑事实证学派兴起后，对于短期自由刑的实

际效果颇受质疑。譬如，行刑时间过短以致难以起到惩罚与教育的双面效果，不利于犯罪人悔罪，影响

犯罪人回归社会以及给司法机关运作带来较大负担等，此均为短期自由刑之问题所在。且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短刑犯的减刑考察时间不足等多种原因的存在，短刑犯的减刑比例甚至低于被判处长期自由刑的罪

犯，存在减刑倒挂现象[15]。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提出过多种破除弊端的方法，最突出的是以罚金刑来易科

短期自由刑的方法，除此之外也存在以劳役、剥夺资格、训诫等方式易科短期自由刑的方式，但由于我

国缺乏相应的刑种、具有片面性、有损刑法威严等原因均未得到认可[16]。 
上述对于短期自由刑的易科方式与赎刑有着相似之处，但赎刑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一是赎刑作为

刑罚执行方式，不会对现有的刑罚种类体系造成变动影响；二是赎刑具有自愿性，可以选择适用，避免

了无力缴纳的情形，也进一步解决了后续执行难的问题；三是赎刑与罚金不同，可以规定按个人财产比

例缴纳，避免富者将其作为逃脱刑罚的手段；四是赎刑可以缩短刑罚执行的期限，减轻监狱及管理者的

压力，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率；五是赎刑更具有普适性，任意短刑犯均有适用的可能。 
由此可见，赎刑有利于减少短期自由刑的执行，避免其固有的弊端，同时较之于其他易科方式，有

着更为突出的优点，彻底废除短期自由刑是不现实的，易科并非在任意案件中的适用都具有合理性，以

赎刑方式从执行上进行个案判断，更有利于权衡自由刑适用的利弊大小，从而作出合理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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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赎刑较之于缓刑更具有明确性 

缓刑作为现行刑罚执行制度，与赎刑在性质上具有同一性，如若要恢复赎刑，必然要考察缓刑与赎

刑间的关系。我国现行缓刑制度体现了我国刑罚对犯罪人教育改造为主的行刑理念，贯彻了人道主义精

神。缓刑制度的运用对于减少监狱羁押和帮助犯罪人融入社会具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没有

解决：一是立法对于缓刑的规定模糊，具体适用标准需要审判人员依照相关司法解释和判案经验进行主

观判定，此即意味着不同的法官、法院、地区之间的类似案件会得出不同判决。根据德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布的数据来看，2013 至 2014 年间德州市内仅有两个法院与全省全市的缓刑适用率相一致，其余九

个基层法院比率差距明显，最高者高出全市平均适用率 33%最低者少于平均适用率 16% [17]。二是由于

缓刑考验期一般较短，其实际执行的司法效果存疑，易使制度的执行流于表象。 
而根据古代赎刑制度可以看出，通过从正反划定适用罪名和主体的方式来规定赎刑范围，使得赎刑

相较于当代缓刑之适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统一性，削弱了法官主观考量的因素。按比例划定赎金的

方式使得刑罚执行过程简洁明了，给犯罪人带来的感受更为具体强烈，较之于缓刑更有利于避免其再犯。

至于在帮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避免狱中感染恶习等方面，缓刑与赎刑的功能价值具有相当性。当然，

缓刑制度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对于那些没有财产可赎的以及对金钱缺乏重视的人来说，适用缓刑制度

具有更好的改造促进效果，相关矫治人员根据个体情况的不同从思想文化、工作生活多方面上进行有针

对的教育渗透，其特殊预防的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将二者列为可以选择适用的刑罚执行方式应当是最

佳的选择。 

4.4. 具有经济价值 

无论古今，国家财政都是一国治理之基础和重要支柱，发挥着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物质生活条件、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保障政治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作用。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司法经费在财政支出

中的占比作出了明确规定，如秘鲁宪法中规定：“中央政府日常开支预算至少要拿出百分之二以上用于

司法权力机构的预算。”[18]法官、检察官等作为司法权能的最终落实者，必然也要给予其充足的经济保

障，以更好维护司法之公正性。而我国对于司法经费的支出并未有比例规定，且从我国财政支出现状看，

2021 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539 亿元，公共预算支出 246322 亿元，在疫情影响下，自 2020 年起

财政赤字率更是超过 3％，并且政府投资更多向民生、科技、环保、农业方向倾斜[19]。为保障收支的平

衡性，必然要从严把握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将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改善和市场支撑上，这就意味着司法

费用难以从财政上得到有力的支持。 
而赎刑制度无疑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根据上文所述可见其能够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司法费

用的支出。此外，由于部分犯罪没有具体的犯罪对象，即该犯罪并非侵犯的是个人法益，则该赎金需缴

纳给国家，由此不仅节约了司法支出，甚至可以获取一定的财政补给。现代刑法若发展赎刑制度，由于

重罪犯因经济痛苦而悔改犯罪的感知效果有限，需要长期教育，并且赎重罪必然要高额的赎金，执行可

能性不高，势必多用于轻罪者。我国在过去二十年里，轻罪的发生比例已经达到 80%以上，这意味着赎

刑制度具有广泛的适用可能，通过这一渠道能够很好的弥补司法工作中支出高而收入甚微的缺陷，为司

法创造经济价值。综上可知，我国古代赎刑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及当代价值，其为当今社会之法

治建设亦可提供一定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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